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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正确理解美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关键是要厘清公益诉讼与公法诉讼、集团诉讼、公民诉讼

等概念的理论内涵及相互关系。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理论定位存在偏差。以公益为基础概念，从实

体法角度建构环境公益诉讼理论的思路不必要，也不可行。对环境公益诉讼的界定应区分理论概念

和法律概念两个类型，对二者不宜进行抽象定义，应通过立法予以类型化规定。现行法对环境公益诉

讼的规定以偏概全、避重就轻、舍本求末。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理论研究亟待深入，环境行政公益诉讼

制度立法仍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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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法学博士。本文得到“中国政法大学青年教师学术创新团队资助项目”和“台达环境

与教育基金会中达环境法学者计划”资助。



一、问 题 提 出

公益诉讼，主要是环境公益诉讼，是近十年来法学一大热点问题，相关论述较多，〔１〕虽然不乏

卓识远见，但总体上却参差不齐，内容大量重复，〔２〕表面十分繁荣，其实多有粗陋，以至于有批评

观点认为“我国公益诉讼发展在整体上依然停留在观念促销层面，还没有触及那些应当被认真对

待的实质性问题”〔３〕，“我国当前不具备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条件”〔４〕。

尽管如此，相关法制实践却发展迅速。从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３日《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

环境保护的决定》首次提出“推动环境公益诉讼”〔５〕，距今不足十年，环境公益诉讼法律框架已基

本形成。〔６〕环境法庭在全国范围内试点，又对环境公益诉讼给予了组织建设层面的支持，如媒体

的形象说法，“最高法院设立环境资源庭的第一个‘革命对象’便是公益诉讼的立案难问题”〔７〕。

基于此种现状，目前仍有必要深入探讨环境公益诉讼的基本理论问题。为此，本文将对美国

的环境公益诉讼进行考察，试图从该制度起源国厘清其来龙去脉。同时针对中国环境公益诉讼的

理论问题、实践问题展开分析，并对相关争议做出评述。

二、环境公益诉讼的美国蓝本

要了解美国的环境公益诉讼，首先应了解美国的公益诉讼，后者与前者是属种关系，后者构成

前者理论演绎的前提、背景和语境。而要正确理解美国的公益诉讼，关键是要厘清公益诉讼与公

法诉讼、集团诉讼、公民诉讼等概念的理论内涵及相互关系，而这正是本部分的核心内容。

（一）美国的公法诉讼理论

１９７６年，哈佛大学教授亚伯兰·蔡司（ＡｂｒａｍＣｈａｙｅｓ）发表《公法诉讼中的法官作用》
〔８〕一

文，首次提出“公法诉讼”（ｐｕｂｌｉｃｌａｗ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概念，用于指称“试图通过法院的判决推动社会变

革的诉讼活动，这些法院判决或改变了法律规则，或强制实施既有法律，或表达了公共准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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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以对“中国期刊网”进行检索为例：以“公益诉讼”为关键词检索“期刊论文库”，自２００１年至今，有１４４１

条检索数据，其中２００６年以后有１２８４条检索数据；再以“环境公益诉讼”为关键词检索“期刊论文库”，自２００１年

至今，有２４６３条检索数据，其中２００６年以后有２３６０条检索数据。再以“公益诉讼”为关键词检索“博士硕士论文

库”，自２００１年至今，有４６３条检索数据，其中２００６年以后有４１７条检索数据，占总数９０％强；再以“环境公益诉

讼”为关键词检索“博士硕士论文库”，自２００１年至今，有１０２６条检索数据，其中２００６年以后有９７６条检索数据，

占总数９５．１％强。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５ ０９ ０１。

参见杨建顺：《〈行政诉讼法〉的修改与行政公益诉讼》，载《法律适用》２０１２年第１１期。

李雄、刘俊：《中国公益诉讼：概念、理念与发展展望》，载《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２年第３期。

徐祥民、石欣：《当前我国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制约因素分析》，载《中州学刊》２０１０年第１期。

李艳芳、李斌：《论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与创新》，载《法学家》２００６年第５期。

主要包括：２０１２年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５５条，２０１４年修改后的《环境保护法》第５８条，２０１４年１２

月２６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民政部、环境保护部关于贯彻实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通知》，２０１５年１月７

日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２０１５年６月１日发布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

严定非：《环保法庭进了最高院》，载《南方周末》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７日“绿色频道”。

ＳｅｅＡｂｒａｍＣｈａｙｅｓ，“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ｔｈｅＪｕｄｇｅｉｎＰｕｂｌｉｃＬａｗ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８９Ｈａｒｖａｒｄ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７６）．

ＡｂｒａｍＣｈａｙｅｓ，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８〕，ａｔ１２８１．



蔡司认为公法诉讼是有别于传统民事诉讼程序的新型诉讼模式，是实现“推动社会变革”的法律工

具。对于公法诉讼，笔者认为其有如下要点：

首先，对法律、诉讼的认识。法律是一种规则，诉讼活动是解决私人之间纠纷与冲突的手段，

这是传统观念。但在美国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早期伴随社会运动的兴起，法律与政治活动关联起来，

“法律被视为政治，法庭上的斗争与政治动员、社区组织联系起来”，法院的裁判是“一种形塑社会

秩序的力量……是管理和控制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一种途径”，而“诉讼活动是由诉讼当事人与

社区积极分子所主导，诉讼目标是追求政治转型而非某种教条、学说的胜利”〔１０〕。

第二，关于法院或法官地位的认识。传统观点认为，司法过程不过是司法部门用来裁判的一

种程序，法官的作用不过是解释法律、依据法律解决民事纠纷与冲突。但在公法诉讼中，法院要处

理的是“某些公共项目实施过程中招致的不满与冤屈，要捍卫宪法或制定法中体现的某些法律原

则或公共政策”，法院被视为社会变革的推动场所，公法诉讼强调法官应积极对政府机关的非自由

裁量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１１〕既要推动行政执法，更要影响公众政策的制定和形成，“通过司法

机制（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促成社会变革”
〔１２〕。正因如此，对应“公法诉讼”的英文表述，除了ｐｕｂｌｉｃ

ｌａｗ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还有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ｒｅｆｏｒｍ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ｒｅｆｏｒｍ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ｐｕｂｌｉｃａｃｔｉｏｎ

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等提法。
〔１３〕国外学者对公法诉讼的研究，多以立法权、执法权和司法权的三权分立与制

衡为背景，强调司法权的积极扩张，所谓“司法能动主义”（ＪｕｄｉｃｉａｒｙＡｃｔｉｖｉｓｍ），就有“解释型司法

能动主义”（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ｓｍ）、“立法型司法能动主义”（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ｓｍ）和“执法型司法能动主义”（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ｓｍ）之分：“解释型司法能动主义”，强

调法官工作主要是解释宪法和制定法；“立法型司法能动主义”，强调法官主要扮演立法者的角色，

创制法律规则；“执法型司法能动主义”，强调法官取代了政府执法部门，直接实施法律。〔１４〕

第三，蔡司认为应该“通过司法促进社会变革”，是基于他对公法诉讼法律技术特征的分析。

蔡司强调，公法诉讼是有别于传统民事诉讼的新型诉讼模式，〔１５〕在公法诉讼过程中，法院比立法

机关更具备立法条件，比政府机关更具备执法优势，法院为处理公法纠纷提供了恰当的平台。在

法庭审判过程中，对抗式诉讼模式迫使涉案当事人举证事实，这使得法院比立法机关、政府机关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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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１５〕

ＳｅｅＳｃｏｔｔＬ．Ｃｕｍｍｉｎｇｓ＆ＤｅｂｏｒａｈＬ．Ｒｈｏｄｅ，“Ｐｕｂｌｉｃ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３６ＦｏｒｄｈａｍＵｒｂａｎ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９）．

《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七章“司法审查”第７０１条第１款规定：“本章规定不适用于：（１）法律规定不

予司法审查的机关行为；（２）法律授权机关自行决定的机关行为。”除此之外，美国联邦法院认为以下事项在性质

上不宜进行司法审查：国防、外交行为、政治任命、行政机构内部事务、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为、司法部的追诉行为。

ＳｅｅＳｃｏｔｔＬ．Ｃｕｍｍｉｎｇｓ＆ＤｅｂｏｒａｈＬ．Ｒｈｏｄｅ，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１０〕．

ＭａｒｇｏＳｃｈｌａｎｇｅｒ，“ＢｅｙｏｎｄｔｈｅＨｅｒｏＪｕｄｇ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Ｒｅｆｏｒｍ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ｓ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９７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９５（１９９９）．

ＳｅｅＳｃｏｔｔＬ．Ｃｕｍｍｉｎｇｓ＆ＤｅｂｏｒａｈＬ．Ｒｈｏｄｅ，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１０〕，ａｔ２５５，２５６．

蔡司认为公法诉讼与传统民事诉讼有八点显著差别：“（１）传统诉讼的范围由法律规定，公法诉讼由法

院和当事人决定。（２）传统诉讼结构严格限定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公法诉讼结构是发散的、不确定的。（３）传统诉

讼的事实调查针对过去，具有司法特征，公法诉讼则是预测未来，具有立法性质。（４）在传统诉讼中，法律救济采

取赔偿的形式，针对既往过失，影响范围限于直接当事人；但在公法诉讼中，法律救济则是前瞻性的，经常对案外人

发生重要影响。（５）公法诉讼救济措施由双方协商决定，而非外在强加。（６）在传统诉讼中，法院做出判决后，终

止对涉诉案件的介入；但在公法诉讼中，法院在结案后对涉诉案件仍有持续性的管理和干预。（７）在传统诉讼过

程中，法官是被动的，作用局限于对法律规则的分析和阐释，而公法诉讼中的法官却是主动的，不仅要对事实的可

信度进行判断，还要组织和规划诉讼活动以确保审判结果公正、切实可行。（８）诉讼标的并非是私人之间的私权

纠纷，而是人们对公共政策运行的投诉和不满。”Ｓｅ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ＡｂｒａｍＣｈａｙｅｓ，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８〕．



具备条件去了解情况，更适合处理公法冲突。而且在审判过程中，面对质疑或询问，法院必须给予

答复，但在立法、行政执法过程中却并非总是如此。在公法诉讼中，凡是可能受到案件判决影响的

人都可以申请参与诉讼，立法活动却不能做到如此充分的公众参与。此外，法官是高度专业化的

职业群体，其对相关问题的分析也更为理性，更为充分。〔１６〕 基于公法诉讼的这些特征，应以法院

为中心（ｃｏｕｒｔｃｅｎｔｅｒｅｄｍｏｖｅｍｅｎｔ）推动社会变革。

第四，公法诉讼的社会土壤与制度渊源。作为传统的美国普通法，其以乡村化、地区性的社会

生活为预设调整目标，法律制度是以私有财产权保护为核心，秉承“个人正义”的法律理念。但随

着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进程的推进，美国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侵犯公众利益、公民基本权利的案

件日益增多，社会运动兴起，传统法律的不足日益明显。〔１７〕 但由于立法机关立法滞后，还存在被

利益集团“立法俘获”问题，政府部门又多有怠政、腐败现象，〔１８〕法院因此才被推至前台，人们希望

通过司法手段解决社会矛盾，实现社会正义，推动社会变革。在这个过程中，两个著名的判例经过

阐释，就成了公法诉讼的制度渊源。

一个是１８０３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犕犪狉犫狌狉狔狏．犕犪犱犻狊狅狀），联邦最高法院通过该案件所涉

及问题的审查，“推理出自己和所有的联邦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拥有对联邦国会制定的法律的

违宪审查权”〔１９〕。另一个是１９５４年的“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委员会案”（犗犾犻狏犲狉犅狉狅狑狀犲狋犪犾．狏．

犅狅犪狉犱狅犳犈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狅犳犜狅狆犲犽犪犲狋犪犾．），联邦法院在该案判决认为，单凭种族差异而对公立学校中

的学生采取隔离教育，违反了美国宪法中公民教育机会平等的基本权利。〔２０〕 该案被视为美国历

史上的第一起公法诉讼案件，受其影响，随后公法诉讼日益增多，范围扩展至监狱、精神病院、堕

胎、就业歧视、环境保护等各个领域弱势群体、边缘群体的基本人权保障。〔２１〕在这一过程中，除了

公法诉讼，公益诉讼的概念也渐渐深入人心。

（二）美国法学中的公益诉讼概念

通常认为，１９５４年的“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委员会案”也是美国公益诉讼第一案。正是该案判决

使得公法诉讼得以借助个案，为边缘化群体的普遍权益保护提供法律途径，因此该案具有了“公益

诉讼”的内涵。

在美国，“公益诉讼”（ｐｕｂｌｉｃ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并不是实定法上的概念，而是学理概念。国外

学者一般认为“公益诉讼＝公益＋诉讼”，因此分别定义了“公益”和“诉讼”，就是“公益诉讼”。〔２２〕

但在实际定义过程中，“公益诉讼”概念实际包含三个要素，即“公益诉讼＝公益＋诉讼＋诉讼目的

或功能”，而“诉讼目的或功能”恰恰是定义公益诉讼概念的关键。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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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Ｓｅ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ＡｂｒａｍＣｈａｙｅｓ，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８〕．

ＳｅｅＶｉｎｏｄｈＬａｉｃｈ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ｆｏｒ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ｉｎ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ｓｏｆＬａｗ”（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ｃｏｐｙ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ａｔｈｔｔｐ：／／ｓｓｒｎ．ｃｏｍ／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１７４２３５０，ｌａｓｔａｃｃｅｓｓ２０１５ ０９ ０９）．

ＭａｔｔｈｅｗＤ．Ｚｉｎｎ，“Ｐｏｌｉｃｉｎｇ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Ｃａｐｔｕｒｅ，ａｎｄＣｉｔｉｚｅｎ

Ｓｕｉｔｓ”，２１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８１，１０８（２００２）．

参见胡锦光：《在必然与巧合之间———马伯里诉麦迪逊案解读》，载《法学家》２００６年第４期。

参见任东来：《吹响结束种族隔离制度的号角———布朗诉托皮卡教育管理委员会案》，载《南京大学法律

评论》２００３年第１期。

ＭａｒｇｏＳｃｈｌａｎｇｅｒ，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１３〕，ａｔ１９９５．

Ｓｅｅｅ．ｇ．，ＧｂａｄｅＯｌｏｍｕＡｋｉｎｒｉｎｍａｄｅ，“Ｐｕｂｌｉｃ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ｓＡ 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ｆｏｒ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Ｎｉｇｅｒｉａ”，６ＯＩＤＡ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８７（２０１３）；ＭｕｈａｍｍａｄＡｍｉｒ

Ｍｕｎｉｒ，“Ｐｕｂｌｉｃ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ｏｆ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Ａｕｇｕｓｔ４，２００７，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ｃｏｐｙ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ａｔ

ｈｔｔｐ：／／ｄｘ．ｄｏｉ．ｏｒｇ／１０．２１３９／ｓｓｒｎ．１９８４５８３，ｌａｓｔａｃｃｅｓｓ２０１５ ０９ ０９），ｐｐ．１０ １２．



对应“公益”的英文是ｐｕｂｌｉｃｉｎｔｅｒｅｓｔ，美国学者通常会求助于权威词典、工具书对其进行注释，

因此对其理解大同小异。如《布莱克法律词典》〔２３〕《元照英美法词典》，都将“公益”解释为“① 应予

认可和保护的公众普遍利益；② 与作为整体的公众休戚相关的事项，尤其是证明政府管制正当性

的利益”。〔２４〕 “公益诉讼”中的“诉讼”对应的英文是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意为“民事诉讼”，或者“民事诉讼的

程序”，有时用作诉讼案件（ｌａｗｓｕｉｔ）的同义语。〔２５〕解释了“公益”和“诉讼”，再加上公益诉讼目的

的表述，就构成了美国学者的“公益诉讼”的概念。如：公益诉讼案件旨在“提出公共议题，这些议

题超越涉案任何一方的个人利益，但对社会公众或弱势群体中的部分成员会发生影响；公益诉讼

案件寻求澄清或质疑某些重要法律问题；公益诉讼案件介入某些事关公共决策或为公众普遍关切

的重大事务，这些事务涉及公共机关的体制性缺陷或权力滥用”。〔２６〕 再如，“提起公益诉讼，通常

并非出于个人利益或私人目标的考虑，公益诉讼作为实现特定社会目标的工具，其成功与否通常

不在于赢取个案胜利，而在于其他社会目标，如引发公众关注违法行为，对公众进行权利启蒙。通

过提起公益诉讼，促使法院不得不对法律或政府的公共政策进行审查并做出合理解释，促使法院

通过扩张既有权利内容或创造新型权利来推动法律变革”。〔２７〕

在这里，需要区分公法诉讼和公益诉讼两个概念。二者较为接近，有观点认为“公益诉讼是公

法诉讼”〔２８〕，有学者直接将“公益诉讼”等同为“公法诉讼”〔２９〕。但笔者认为，在原初语境中，二者

还是有不同的内涵和理论意蕴：首先，公益诉讼比公法诉讼的外延要广。如果按中国的民事诉讼

与行政诉讼区分理论与标准，公法诉讼应该属于行政公益诉讼范畴，公益诉讼还包括民事公益诉

讼的内容。第二，公法诉讼理论更关注诉讼程序规则的探讨，蔡司正是通过比照其与传统民事诉

讼程序的区别，对公法诉讼做出描述性定义；公益诉讼概念的重心在于“公益保护”的实体法论证，

其更近似于一个社会学、法社会学的概念，重点在于描述该种诉讼类型旨在实现的社会目标或社

会功能。第三，公法诉讼的理论基础是“通过司法促进社会变革”，重点关注法官的作用，关注司法

权对立法权、行政权的干预与制约。相比较而言，公益诉讼以社会正义为价值基础，一方面强调对

弱势群体、少数族裔的基本权利、宪法权利保护，另一方面主张所有公民都应拥有充分的机会参与

公共事务、公共生活，因此公益诉讼还有另外一层内涵，即应该为公民保障基本权利、广泛参与公

共事务，直接提供司法程序方面的捷径。国外学者强调，公益诉讼自身不是目的，公益诉讼的社会

目标才是关键，〔３０〕公益诉讼只是达成其社会目标的策略之一，如果合作、诉讼威胁更利于达成该

社会目标，必要的时候，可以替代公益诉讼。〔３１〕国外学者对公益诉讼制度的评价，恰恰也是就其

社会目标与功能展开，如“公益诉讼可以实现传统民事诉讼制度几乎无法实现的目标，因此其对社

会正义的实现发挥重要作用”，公益诉讼能够“为社会弱势群体寻求正义提供阶梯，为分散化或集

·３４·

侯佳儒：环境公益诉讼的美国蓝本与中国借鉴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ＳｅｅＢｒｙａｎＡ．Ｇａｒｎｅｒ（ｅｄｓ．），犅犾犪犮犽狊犔犪狑 犇犻犮狋犻狅狀犪狉狔 （３狉犱 犘狅犮犽犲狋犲犱．）（Ｓｔ．Ｐａｕｌ，Ｍｉｎｎ．：Ｗｅｓ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Ｃｏ．，１９９６），ｐ．５８０．

薛波主编：《元照英美法词典》，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１１７页。

前注〔２４〕，《元照英美法词典》，第８５６页。

ＳｅｅＧｂａｄｅＯｌｏｍｕＡｋｉｎｒｉｎｍａｄｅ，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２２〕，ａｔ８７．

ＳｅｅＧｂａｄｅＯｌｏｍｕＡｋｉｎｒｉｎｍａｄｅ，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２２〕，ａｔ８７．

梁凤云、武楠：《关于公益诉讼的几大误区》，载《人民法院报》２００２年９月２１日。

如有学者将蔡司的《公法诉讼中的法官作用》（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ｔｈｅＪｕｄｇｅｉｎＰｕｂｌｉｃＬａｗ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一文直接

译为《法官在公益诉讼中的作用》。见曾于生、左亚洛：《公益诉讼的概念与反思》，载《行政与法》２０１３年第６期。

ＳｅｅＳｃｏｔｔＬ．Ｃｕｍｍｉｎｇｓ＆ＤｅｂｏｒａｈＬ．Ｒｈｏｄｅ，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１０〕，ａｔ６１５．

ＳｅｅＶｉｎｏｄｈＬａｉｃｈａｎｄ，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１７〕．



合性权利的实现提供渠道，使得公民社会既能启蒙公众的人权意识，又能使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

定。公益诉讼还可以监督政府尽职以促进善治”〔３２〕。

（三）美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形式

根据笔者掌握的文献，尚未发现国外学者对“环境公益诉讼”（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ｕｂｌｉｃ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ｐｕｂｌｉｃ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进行定义，这与我国情况截然不同。对此不难理

解：其一，“环境公益诉讼”不是美国制定法上的概念，也不是理论研究的核心概念。其二，从历史

和逻辑两方面分析，“环境公益诉讼”都是“公益诉讼”概念的延伸，前者仅表明后者适用领域，二者

是种属关系，如何定义“公益诉讼”才是关键。其三，在美国提起公益诉讼，可采取ｃｌａｓ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ｔｔｏｒｎｅｙｇｅｎｅｒａｌｃｌａｉｍｓ和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ｕｉｔｓ等形式，
〔３３〕其中的“公民诉讼”（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ｕｉｔｓ）是美国环境公

益诉讼的制度亮点。公民诉讼扩张了公益诉讼原告的范围，其创新在于对原告的广泛授权。因

此，理解了公益诉讼、公民诉讼概念，“环境公益诉讼”就不言而喻，故而不受重视。还要说明的是，

在英文文献中，也有学者偶尔用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ｕｉｔｓ、ｃｌａｓｓａｃｔｉｏｎｓ等指代一般意义上的公益诉讼，但在严

格意义上讲，这些概念表述内容各有侧重，互有交叉，又不尽相同。

Ｃｌａｓｓａｃｔｉｏｎ，译为“集团诉讼”或“集体诉讼”，类似于我国民诉法上的代表人制度，是指“由一

个或多个成员作为全体成员的代表，代表全体当事人起诉或应诉的诉讼”〔３４〕。目前在美国联邦和

大多数州的民事诉讼规则中，都规定了该制度。前文提及，公法诉讼、公益诉讼的起源都可推溯到

１９５４年的“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委员会案”，其实美国的集团诉讼起源也与该案密切相关。〔３５〕

Ａｔｔｏｒｎｅｙｇｅｎｅｒａｌｃｌａｉｍｓ，通常译为“总检察长诉讼”，是美国法上独具特色的制度。
〔３６〕 美国联

邦政府设有ＡｔｔｏｒｎｅｙＧｅｎｅｒａｌ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是联邦政府的首席法律官员，也是美国的司法部

长，其主要职责是为总统、各政府部门首长提供法律咨询意见，代表联邦政府在特大案件中出庭联邦

法院；同时，美国各州政府设有“总检察长”（Ａｔｔｏｒｎｅｙｇｅｎｅｒａｌ），是各州的首席法律官员，负责向州长和

各政府部门提供法律咨询和意见。〔３７〕基于总检察长的权力内容，其可以提起公益诉讼或环境公益诉

讼。但要注意的是，美国的总检察长虽名为“检察长”，但其地位、职权、职责等都与我国的检察院、检

察官不可同日而语。因此，不能仅仅因为看到美国有“总检察长诉讼”，因而认为我国检察院、检察

官自然也可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毕竟，基于我国与美国在政治体制、司法体制和法律文化背景

上的差异，美国的总检察长、司法部、司法部长与我国的检察官、检察院、司法部都有天渊之别。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ｕｉｔｓ即“公民诉讼”，被视为“当代环境法中最普遍、最显眼、最具持续性的制度创

新”〔３８〕，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所称道和效仿。公民诉讼理论倡导者为密歇根法学院的约瑟夫·萨克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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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ＳｅｅＳｕｒｙａＤｅｖａ，“Ｐｕｂｌｉｃ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ｉｎＩｎｄｉａ：Ａ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２８（１）ＣｉｖｉｌＪｕｓｔｉｃｅ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２００９）．

ＳｅｅＤｒｕｒｙＤ．Ｓｔｅｖｅｎｓｏｎ＆ＳｏｎｎｙＥｃｋｈａｒ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ａｓＣｈａｎｎｅｌ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Ａｇｅ”，５３（４）

Ｂｏｓｔｏ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２）．

前注〔２４〕，《元照英美法词典》，第２３２页。

ＳｅｅＤａｖｉｄＭａｒｃｕｓ，“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ＣｌａｓｓＡｃｔｉｏｎ”，ＡｒｉｚｏｎａＬｅｇ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ＰａｐｅｒＮｏ．１５

１１（２０１５ ０２ １５）．

英格兰法上也有类似制度。ＡｔｔｏｒｎｅｙＧｅｎｅｒａｌ，是王室的首席法律顾问，同时是法律界的领袖，代表王室、政

府、上议院等起诉或应诉，还可依职权以国家名义在高等法院王室庭提起刑事指控。参见前注〔２４〕，《元照英美法词

典》，第１１６页。

前注〔２４〕，《元照英美法词典》，第１１７页。

ＢａｒｔｏｎＨ．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ｉｔｉｚｅｎ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Ｉｌｌｉｎｏｉｓ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１８５（２０００）．



斯（ＪｏｓｅｐｈＳａｘ）教授，首次见于１９６９年的《密歇根州环境保护法案》
〔３９〕，后被１９７０年美国《清洁空

气法》所采纳，继而成为美国环境法的一项基本制度，在１９７２年《清洁水法》、１９７２年《海洋倾废

法》、１９７３年《濒危物种法》、１９７４年《安全饮用水法》、１９７６年《资源保全与恢复法》等联邦法律以及

一些州的环境法律中都有规定。〔４０〕

（四）美国公民诉讼制度的主要内容

美国环境法中的公民诉讼条款其实略有差异，但以１９７０年《清洁空气法》最为典型，通常也多

以其为典范。根据该法第３０４条ａ款，任何公民都得以个人名义，针对任何违反《清洁空气法》规定

的环境标准、禁止性命令或某些特定主体发布的行政命令的行为，都可在诉讼提示期限届满后，提

起民事诉讼。〔４１〕对公民诉讼制度，有必要说明如下几点：

其一，《清洁空气法》规定“任一美国公民”都可提起公民诉讼，其起诉资格直接来自原告具有

公民身份（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但１９７２年《清洁水法》对公民诉讼原告的起诉资格做出限制，自此以后，

不同环境法律对提起公民诉讼的原告都做出类似限制性要求。〔４２〕 但这些要求并不明确，也缺乏

操作性，法院在审判过程中，主要是从宪法和法律思想中去推演判断原告是否适格的具体方法，而

这些判断方法同样模棱两可，只能说是一种宽泛尺度，而非实际规则 （ａｍｂｉｇｕｏｕｓｅｎｏｕｇｈｔｏｂ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ｒａｔｈｅｒｔｈａｎａｃｔｕａｌｒｕｌｅｓ）。因此，有建议要求国会对之统一立法，不过迄今尚无结果。〔４３〕

在实践中，最初的公民诉讼案件几乎都是由非政府组织提起，但目前大约三分之一案件的原告都

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公民”，比如公司、农场主、地产开发商、制造商等。此外，各州政府和宗教组织

也越来越多地提起公民诉讼，比如我们所熟知的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２９日，马萨诸塞和其他１１个州以

及一些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对美国环境保护署提起公民诉讼（犕犪狊狊犪犮犺狌狊犲狋狋狊狏狊．犈犘犃）。针对

《资源保全与恢复法》和《超级基金法》提起的公民诉讼，绝大部分原告是各种受监管的团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４４〕

第二，公民诉讼有两种形式，一是针对污染者违反强行法、禁制令的行为进行申诉，二是

针对政府机关行政不作为申请司法审查。〔４５〕这两种诉讼有不同法律特征，不仅体现在被告

具有不同法律地位，还表现在法律适用上，虽然二者可能依据相同的实体法渊源，但前者适用

民事诉讼程序规则，后者则更多依据美国的《行政程序法》规定。〔４６〕如果按照中国法学理论

区分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的标准，前者可以视之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后者可称之为环境行

政公益诉讼。

第三，通过公民诉讼，公民得以监督和保障法律的有效实施，公民具有了类似于各州或联邦政府中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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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ＫａｒｌＳ．Ｃｏｐｌａｎ，“Ｃｉｔｉｚｅｎ ＬｉｔｉｇａｎｔｓＣｉｔｉｚｅ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ｓ：ＦｏｕｒＣａｓｅｓ Ｗｈｅｒｅ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ｕｉｔｓ Ｄｒｏ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ＣｌｅａｎＷａｔｅｒＬａｗ”，２５（１）Ｃｏｌｏ．Ｎａｔ．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Ｅｎｅｒｇｙ＆＆Ｅｎｖｔｌ．Ｌ．Ｒｅｖ．（２０１４）．

ＳｅｅＪａｍｅｓＲ．Ｍａｙ，“Ｎｏｗ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Ｅｖｅｒ：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ｕｉｔＴｒｅｎｄｓ”，３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Ｌａｗ

Ｒｅｐｏｒｔｅｒ１０７０４（２００３），ｎｏｔｅ３．

参考王曦等：《论创立中国环境公民诉讼制度》，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年第

１期。

ＫａｒｌＳ．Ｃｏｐｌａｎ，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３９〕，ａｔ５．

ＳｅｅＤｒｕＳｔｅｖｅｎｓｏｎ＆ＳｏｎｎｙＥｃｋｈａｒ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ａｓＣｈａｎｎｅｌ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Ａｇｅ”（Ａｐｒ．５，２０１２）

（ｕ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ａｔｈｔｔｐ：／／ｓｓｒｎ．ｃｏｍ／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２０３５１０８，ｌａｓｔａｃｃｅｓｓ２０１５ ０９ ０９），ｐ．１．

ＳｅｅＪａｍｅｓＲ．Ｍａｙ，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４０〕，ｎｏｔｅ７，ｎｏｔｅ８．

ＳｅｅＤｒｕＳｔｅｖｅｎｓｏｎ＆ＳｏｎｎｙＥｃｋｈａｒｔ，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４３〕，ａｔ４．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Ａｃｔ（ＡＰＡ），Ｐｕｂ．Ｌ．７９ ４０４，６０Ｓｔａｔ．２３７（１９４６）［ｃｏｄｉｆｉｅｄａｓａｍｅｎｄｅｄａｔ

５Ｕ．Ｓ．Ｃ．§§５５１ ５５９（２００６）］．



“总检察长”的职权，因此提起公民诉讼的公民被称为“私人总检察长”（ｐｒｉｖａｔｅａｔｔｏｒｎｅｙｇｅｎｅｒａｌ）
〔４７〕，公民

诉讼也被称为“私人总检察长诉讼”，与“总检察长诉讼”形成对照。不过虽名为“私人总检察长”，

但原告主体确系公民。“私人总检察长诉讼”是公民诉讼的别称，不是环境公益诉讼的别称，前述

包含公民诉讼条款的《美国残疾人法》《公平住房修正案》中也有“私人总检察长诉讼”。〔４８〕

最后有必要提及一下公民诉讼与公法诉讼、公益诉讼概念之间的关系。就环境公益诉讼与公

民诉讼关系而论，公民诉讼是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一种形式，但不能把公民诉讼直接等同于环境

公益诉讼，２００８年的《美国残疾人法修正案》、１９８８年的《公平住房修正法案》也有公民诉讼条

款，〔４９〕因此，环境公益诉讼是公民诉讼适用的一个重要领域。二者外延存在交集，但又不等同，环

境公益诉讼更像是一个法社会学的概念，突出强调该诉讼的社会功能，而公民诉讼则是一个纯粹

法学概念，突出强调该诉讼类型原告方面具有的法律特征。公法诉讼与公民诉讼也互有交集，但

二者有不同的关注重点和理论宗旨：公法诉讼更关注被告，其更多关注法官司法审查权的适用，而

公民诉讼更关注原告，其关注原告主体范围的扩展。不过，如果这三个概念在环境法学的语境下

使用，其区别就极其细微，对其中任何一个概念的理解，都应同时负载另外两个概念的内涵，把另

外两个概念作为参照的理论背景。

三、环境公益诉讼问题的中国展开

（一）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制度定位

对于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制度设计，理论界多以“公共利益受损而原告主体缺位”作为问题导

向，相应立法也一直把“谁可以做原告”作为焦点议题，〔５０〕这导致现行立法出现了一个重要问题，

“缺乏通过环境公益诉讼敦促地方政府依法履行环保职责的制度安排，而这种制度的核心和关键

应当是将地方政府纳入环境公益诉讼的被告范围”〔５１〕。的确如此，深昧美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制度

精髓，目前的环境公益诉讼立法取向的确有些以偏概全、避重就轻、舍本求末。

首先，美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包含民事与行政两个维度，而且行政公益诉讼是美国公益诉讼制

度的关注焦点。前文论及，美国学者对公法诉讼意义、价值的分析，主要是围绕法官的司法审查权

展开论证。对于公民诉讼，最初就是作为督促政府执法出现的，议会意识到，“政府机关缺乏能力

和意愿追踪违反环境许可法的行为”，因为这需要执法者持续、经常、一贯的监督和管理，因此有必

要引入公民诉讼，补充政府执法的不足。但在我国新修改的两部法律中，显然对政府关注不够，仅

《民事诉讼法》做出规定，而《行政诉讼法》却只字未提；理论研究也主要聚焦在企业环境违法，对政

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在环境执法层面的问题却重视不够。

第二，美国的环境公益诉讼理论系以公益诉讼、公法诉讼和公民诉讼等概念为支撑，对美国环

境公益诉讼制度的解读，必须置于公法诉讼、公益诉讼、公民诉讼这些范畴的整体语境。但由于我

国目前没有成熟的公益诉讼理论，对公法诉讼关注也不够，尤其是研究方法偏重规范法学分析，缺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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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

〔４８〕

〔４９〕

〔５０〕

〔５１〕

“私人总检察长”由杰罗姆·弗兰克（ＪｅｒｏｍｅＦｒａｎｋ）法官第一次使用，最初用来指“寻求通过司法手段强

制政府机关遵守议会指令的民事诉讼当事人”。ＳｅｅＫａｒｌＳ．Ｃｏｐｌａｎ，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３９〕，ａｔ６４，ｎｏｔｅ５．

张辉：《美国公民诉讼之“私人检察总长理论”解析》，载《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１４年第１期。

Ｓｅｅ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ｈｔｔｐｓ：／／ｅｎ．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ｏｒｇ／ｗｉｋｉ／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ｕｉｔ，ｌａｓｔａｃｃｅｓｓ２０１５ ０９ ０９）．

郄建荣：《环保法修正案草案只字未提公益诉讼》，载《法制日报》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２６日，第６版。

王曦、章楚加：《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立法应将地方政府纳入被告范围》，载《人民法治》２０１５年５月号。



少历史研究、法社会研究的视角，这导致环境公益诉讼概念背后的公民运动、环保运动、社会正义

运动、宪法审查、基本权利保障、司法推动社会变革、法官能动主义等丰富内容，在我们的研究中全

被过滤干净。这又导致我们对美国环境公益诉讼的观察，更关注环境诉讼原告主体缺位的问题，

更关注公民诉讼在扩展原告主体范围方面的价值，却忽略了美国的公民诉讼制度建构，与公法诉

讼、公益诉讼理论的探讨相伴而生。尤为重要的，美国公益诉讼理论研究系以保护实体法的“公

益”为出发点，但却以“如何保护公益”的程序法设计为落脚点和着力点，而我们的研究中又偏重实

体法层面的“公益”概念建构，忽视了美国在“如何保护公益”方面的程序法研究内容。

第三，美国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堪为典范，但在我国背景下如何进行相应制度设计，其实颇具

挑战性。“在某一特定社会背景下，要评估环境公益诉讼能否达到预期社会成效，有必要结合该诉

讼运作其中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体制方面的条件展开分析”〔５２〕，在美国，相应理论的展开和制度

实践，都以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普通法传统的法律背景、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的社会运动（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发达的公民文化和公民社会为依托。但这些重要制度变量，在我国或者缺失，或者与

美国有显著不同。美国公益诉讼、公法诉讼的逻辑前提和制度精髓是“司法能动主义”，美国的公

益诉讼、公法诉讼制度设计以法院干预立法、行政执法为出发点，但这一点在我国显然面临解释难

题和适用困境。由此来看，对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价值的预期不能过高，缺乏环境行政公益诉

讼的环境公益诉讼立法之意义更是寥寥，要突破现有制度障碍建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其实“任重

而道远”。

总结一下，鉴于我国目前的理论研究与立法现状，对环境公益诉讼的制度定位和理论研究有

必要实现三个“转向”和“兼顾”：第一，从聚焦原告转向兼顾被告，后者更为重要；第二，从聚焦环境

民事诉讼转向兼顾环境行政诉讼，后者更为重要；第三，从聚焦企业环境违法转向兼顾地方政府的

怠政与环境违法，后者更为重要。〔５３〕

（二）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理论构建

我国目前多数环境公益诉讼理论，系以“公益”（“公共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简称）、“环境利

益”为核心概念，对之条分缕析，阐释其定义，分析其结构，试图对其进行全面阐释和宏大理论建

构。这种努力，又是在国内缺乏成熟的公益诉讼理论条件下展开，其难度可想而知。但这种思路

是否可行、是否必要，其实值得深究。对此，笔者都持否定意见。

首先，这种理论路径是不可行的。试举三个理由：第一，如果把“公益”当作理论概念把握，基

于理论建构的立场对其进行定义，将无法取得共识，因为不同学者对环境公益诉讼的认识，不仅存

在不同的问题导向，还有立场、视角、研究方法和路径方面的差异，这些因素会影响和决定对“公

益”的界定。第二，对“公益”概念进行研究，就会涉及“环境权”“环境权益”问题。这是久而未决的

问题，不会在环境公益诉讼概念这里画上句号。第三，经验表明，对“公益”内涵进行法学抽象的努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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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５３〕

ＳｅｅＳｃｏｔｔＬ．Ｃｕｍｍｉｎｇｓ＆ＤｅｂｏｒａｈＬ．Ｒｈｏｄｅ，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１０〕．

初稿中，笔者系顺应主流学说思路，将原告资格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核心问题或者说唯一问题进行分

析。王曦教授阅读初稿后，通过分析中国国情，指出地方政府在中国环境公益诉讼立法中具有特别的意义和地位。

笔者曾有专文探讨中国环境管理体制，曾提出“地方环境管理机构改革应该是我国环境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和焦

点所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环境管理体制建设，地方环境保护部门改革是难点、焦点，也是改革的试金石”（参

见侯佳儒：《论我国环境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载《行政法学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２期），因此笔者对王曦教授

的观点十分赞同，并在沟通过程中，半为笔记半总结，提出“中国环境公益诉讼立法和理论研究应实现三个转向”的

论点，在此特作说明。考虑到本文内容系对美国制度的比较法考察，本节仅从如何借鉴美国经验的视角，对这三个

转向命题进行论证。在此，对王曦教授致以特别谢意。



力由来已久，但迄今并未成功过。如在民法中，对“公序良俗”的界定，〔５４〕在行政法中对“公共利

益”的界定。〔５５〕如今，“环境公益诉讼”理论建构重走老路，实难突破。〔５６〕

笔者还认为，这种研究思路也是不必要的。在美国立法中，对公民诉讼的规定并非以诉诸“公

益”概念为必要，但这并不妨碍公民诉讼发挥有效作用。国内学界关注“公益诉讼”概念，着眼点主

要落在“公益”二字，因此多从实体法观念出发来建构理论，但美国公益诉讼制度的精髓还体现在

“诉讼”二字上，美国学者更关注公益“诉讼”的程序性特征。比如，对公民诉讼的研究，焦点是原告

资格等法律技术层面的探讨；蔡司通过比照传统民事诉讼，对“公法诉讼”做出描述性的定义。

（三）环境公益诉讼的定义问题

如何界定“环境公益诉讼”，分歧较多。具体争议又包括：何谓“公益”？“公共利益”包括哪些

具体内容？环境公益诉讼保护对象是否包括“环境权”？人身权、财产权是不是环境公益诉讼保护

对象？罗马法上的“私益之诉”与“公益之诉”与环境公益诉讼是何关系？“公益”是否应区分自益

权、众益权、他益权？环境公益诉讼是否应对这些权益进行保护？又如何保护？

笔者认为，应对“公益诉讼”“环境公益诉讼”概念的性质区分为理论概念和立法概念两个类

型，二者应有不同的界定意图和功能定位。

作为理论概念的“公益诉讼”“环境公益诉讼”，学者可基于研究目的和需要，基于具体的语

境，较为宽泛、宽松地去把握，并不要求必然一致。不过仍有几点需要注意：第一，环境公益诉

讼只是公益诉讼的一种，对环境公益诉讼的界定不应过分脱离目前中国法学界的大语境。因

此，将环境公益诉讼保护对象限定为“环境权（益）”而排除人身权、财产权，这种观点不足采信，

这不仅因为“环境权论”欠缺说服力，〔５７〕还因为我国立法上的其他公益诉讼类型，如消费者公益

诉讼，其保护对象包括了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第二，要求公益诉讼的适格原告须与涉诉案件

绝对不存在任何利益关系，这也有悖或偏离公益诉讼的原初意旨。鉴定是否构成公益诉讼，笔

者认为主要应考虑下面三个标准：个案诉讼结果是否维护了公众整体利益，是否维护了弱势群

体或少数族裔的基本权利、宪法性权利，是否促进了公共政策或法律制度的改进。第三，罗马法

上的私益诉讼、公益诉讼概念，如果是针对当下的理论构建寻求其作为思想资源，或许有些价

值；但以罗马法上的概念、标准判断当下理论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却是十分错误的。现代意义的

公益诉讼、环境公益诉讼起源于美国，与善治、公民运动、司法审查、基本人权、程序正义等现代

法律思想密切相关。

这里要特别从法律解释学的立场，对环境公益诉讼的立法概念重点分析一下，主要是关于“社

会公共利益”概念的界定问题。首先说明，在立法中使用抽象的“社会公共利益”概念并非理想做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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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慧星教授对民法上“公序良俗原则”的界定即采取类型化的方法，认为抽象的定义方法具有难度和局

限。见梁慧星：《民法总论》（修订版），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

如，张千帆：《“公共利益”是什么？———社会功利主义的定义及其宪法上的局限》，载《法学论坛》２００５年

第１期；张千帆：《“公共利益”的困境与出路———美国公用征收条款的宪法解释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载《中国法学》

２００５年第５期。

笔者有专文论述民法基本原则问题，在论及公序良俗原则时提出：公序良俗的界定标准“应时易世，最

难把握，其内容应予具体化、类型化，其判断应综合衡量各民法基本原则的具体内容，综合衡量民法所保障之各种

利益关系权重；最为重要的，对公序良俗原则的解释方法，应从私法内部的视角并就意思自治原理的框架来考察”。

在公益概念的解释方法上，笔者也认为应从私法视角界定“公益”这一公法上的概念，这里涉及公法与私法一般关

系问题，是一种基于私法立场研究公法的方法论问题。详见侯佳儒：《民法基本原则解释：意思自治原理及其展

开》，载《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１４年第４期。

侯佳儒：《中国环境侵权责任法基本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８７～１００页。



法，但由于新《民诉法》《环保法》等规范性法律文件都有这一表述，并且将其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

立案标准，因此有必要探讨环境公益诉讼的立法表达问题。对此，笔者有如下几点意见：

首先是关于“环境公益诉讼”概念的定位问题。应明确，法律概念不能等同于哲学概念或科学

概念，对其合理性的评价不能以“真理标准”“科学标准”去衡量，尽管对法律概念的研究应持有科

学精神和求真意识。确切说，法律概念应视为一种人工语言，出于法律适用的需要和目的，可以人

为地对其内涵、外延予以限定。如果能从常识、共识、科学知识中直接获得法律概念的定义，固然

理想，但对于“公益”概念，这条路走不通。在这种处境下，如张千帆教授所言，“我们只能满足于一

个一般人都能接受的有意义且可操作的定义，尽量避免让概念变得包罗万象而失去意义或无法

操作”〔５８〕。

第二，对环境公益诉讼指代的对象，应确立必要性原则和补充性原则，即环境公益诉讼的救济

对象应是那些穷尽了现行法的制度手段，仍得不到充分、切实保护的利益和群体，为此才通过法律

规定特殊诉讼形式，为其提供司法救济。〔５９〕杨建顺教授认为，“人们所谈到的所谓‘公益诉讼’，大

多都可以归类于现有的诉讼制度”，“在主张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必要性的诸多呼声中，有些是对目

前的制度资源不够理解所导致的，真正属于需要另外设置‘公益诉讼’制度的情形是非常少

的”〔６０〕。其实，环境公益诉讼也是如此。

第三，对“环境公益诉讼”适用对象的立法表达，应采取类型化、法定化的思路，尽量避免抽象

定义。所谓“类型化”，即是要通过总结立法、司法实践的经验，开展调研，对我国环保领域真正需

要采取公益诉讼进行救济的事项逐一明确，类型化处理，避免泛泛而论；所谓“法定化”，就是要求

对环境公益诉讼的外延，应由国家立法机关通过法律形式予以明确列举和规定。之所以有“法定

化”的要求，就是要明确“环境公益诉讼”的具体适用对象，应由立法机关而非法院或学者来判

断。〔６１〕只有法律具体列举的适用“环境公益诉讼”事项，才能认定为“环境公益诉讼”。套用张千

帆教授的话来讲，“应该将注意力从‘公共利益’的理论界定转移到制度建设”，让全国人大在环境

公益诉讼制度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６２〕

第四，对环境公益诉讼可适用的对象，应通过出台或修改法律，在《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

防治法》等环境保护单行法中予以列举式规定。比照美国的公民诉讼制度，其具体适用对象与要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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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

〔５９〕

〔６０〕

〔６１〕

〔６２〕

张千帆：《“公共利益”是什么？———社会功利主义的定义及其宪法上的局限》，载《法学论坛》２００５年第

１期。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１条和第２９条，可以

看出，我国现行法也是采取排除法，对公益诉讼概念的把握，采取了限定原则和补充性原则。

杨建顺：《〈行政诉讼法〉的修改与行政公益诉讼》，载《法律适用》２０１２年第１１期。

针对我国《宪法》第１０条、第１３条中的“公共利益”概念界定，张千帆教授指出，“‘公共用途’或‘公共利

益’是极难界定的概念，法院难以发展出可操作的判断标准”。“美国法院一般将它作为完全由议会决定的问题，

凡是议会决定的征收行为都符合公共用途之要求，因为议会被认为是公共利益最可靠的制度保障。”“应该将注意

力从‘公共利益’的理论界定转移到制度建设，让全国和地方人大或其常委会在征收和补偿方案的决定中发挥更

大的作用。”参见张千帆：《“公共利益”的困境与出路———美国公用征收条款的宪法解释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载

《中国法学》２００５年第５期。在环境公益诉讼涉及的“社会公共利益”概念界定上，笔者认为也应采取上述立场。

对比美国、包括印度，公益诉讼、环境公益诉讼都强调法官发挥能动作用，通过法院推动社会变革，学界

谓之“司法能动主义”。但在美国和印度的法律制度下，法官通过司法审查，有些情况下其实是以法官造法推动社

会变革。但法官造法一说，显然不适于我国。虽然有学者指出，中、印、美三国比较，但最为核心的是司法系统、三

权分立、普通法文化却没有提及，而这恰恰是公益诉讼制度在英美法下的精义和要害所在。参见吴卫星：《环境公

益诉讼原告资格比较研究与借鉴———以美国、印度和欧盟为例》。



求就是散见于美国各环境保护单行法典，其可以成为我国立法效仿的对象。

（四）环境公益诉讼的性质与分类问题

如何认识环境公益诉讼的性质？对其是否应做环境行政公益与环境民事公益的区分？这是

又一争议焦点。绝大多数学者对分类持肯定观点，但也有学者持否定立场。〔６３〕笔者认为，我国的

环境公益诉讼应区分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

第一，基于法律解释学的立场，顺应现行法的立法思路。早在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３日，国务院发

布的《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指出，“研究建立环境民事和行政公诉

制度”，“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鼓励检举和揭发各种环境违法行为，推动环境公益诉讼”。该文

件为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类型划分划定了方向和框架。最新出台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延续了这

一思路，如２０１５年１月６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检察院２０１５年７月２日发布的《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改革试点方

案》，等等。

第二，从理论上讲，环境公益诉讼具有不同于传统诉讼程序的特殊性，是一种新型的诉讼模

式。但正如美国经验所表明，该诉讼尽管具备特殊属性，总体上还可归类到民事诉讼程序和行政

程序两个类型。因此，可以认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采取了特殊的行政诉讼程序，环境民事诉讼采

取特殊民事诉讼程序。〔６４〕至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区分，简单说，凡法律规

定适用民事诉讼程序的，即是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凡法律规定适用行政诉讼程序的，即是环境行政

公益诉讼。这种分类方法也避免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作实体法层面的内

涵抽象，对二者适用领域的立法表达，也应采取类型化、法定化的思路，借用张千帆教授的说法，也

应将注意力从“理论界定转移到制度建设”，让全国人大决定这两种环境公益诉讼诉讼程序具体适

用的对象和情形。

第三，应将新《环保法》第５８条视为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一般性条款，将新《民诉法》第５５条视

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一般性条款。虽然２０１５年５月１日施行的《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行政公

益诉讼，但该法第１２条规定“除前款规定外，人民法院受理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诉讼的其他行

政案件”，该款为我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进一步立法或解释保留了可能性。

（五）环境公益诉讼适格原告的范围

国内对此研究较多。先前关注公民个人、社会组织、政府机关等各种主体作为适格原告的可

能性和合理性，随着新《民诉法》《环保法》出台，开始在现行法框架下分析“有关机关和社会组织”

的具体范围。目前随着“最高院环境公益诉讼司法解释”出台，相应制度已经越来越具体。这里要

说明这样几点：

第一，对适格原告的范围应予放宽同时也要限制，这是立法需要衡量的重要问题，既要有效保

护公益，还要考虑司法资源容量，避免滥诉现象，因此应根据本国国情具体分析，并没有一些学者

所谓的“通例”。关注公益保护和能实际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是两回事，后者还须有财力、精力、知识

和时间等客观条件的支持。我国目前司法资源有限，也是必须考虑的问题。

第二，也并非法律对原告范围开口越宽，公益诉讼案件就会越多，制度能否发挥预期成效，

还需要其他法律技术的支持，这里以１９７０年《清洁空气法》和１９７２年《清洁水法》的比较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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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吕忠梅：《环境公益诉讼辨析》，载《法商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６期；再如梁凤云、武楠：《关于公益诉讼的几

大误区》，持公益诉讼系公法诉讼的观点，公法诉讼又包括宪法诉讼和行政诉讼。

其实，民诉法本来就有多种特殊民事诉讼程序的规定，如催告程序、破产程序等。



尽管后者比前者对原告限制更为严格，但数据显示，基于《清洁水法》提起的公民诉讼远远超过

《清洁空气法》〔６５〕。究其原因，有认为如下四点：《清洁水法》适用的是零排放环境标准，对违反

《清洁水法》的行为更易于举证，《清洁水法》比《清洁空气法》多了排放自我监测与报告制度，水体

保护比空气保护拥有更多非政府组织支持。〔６６〕

第三，环保组织是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主力军，这在美国早期符合事实。但后期，农场

主、制造企业、社会团体、大公司、政府部门等也越来越多地成为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这是美国公益

诉讼的现状。说到底，环境公益诉讼不过是一种法律工具，是一种便于启动的诉讼程序，只是代理

缺失或公众参与环境事务的一种诉讼途径。国内研究过于看重“公益”二字，不但要求诉讼目的须

为公益，还要求起诉主体须有公益代表特质，其妥当性值得再思考。

第四，政府机关、检察院是否适于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不能泛泛而谈。应对相应机关、检察院

的职责权限内容进行清单式的具体分析，判断其是否会与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主体的身份发生冲

突。应盘点相关机关、检察院既有的财力、人力、智力、体制、编制诸方面的资源，判断其是否适合

提起诉讼，是否具备相应环境公益诉讼的能力。尤其要注意的是，“要确保公益诉讼不能沦为私人

谋取利益的幌子、政府谋求政绩的工具或吸引公众眼球的捷径。一个民主制度下的司法机关也不

能把公益诉讼作为工具，对国家进行日常化管理，或者侵入立法机关、行政机关的合理领

地”。〔６７〕 ———这些话至少目前看来，对我们的理论界和实务界，都是善意的警告和提醒。

四、结 束 语

我国许多学者都声称公益诉讼是各国通例，这显然是一种误解。〔６８〕 正如印度学者早在１９８４

年所指出的，公益诉讼其实是“源自美国的一种文化特有现象，但却蛮有把握地被输往世界其他各

国”〔６９〕。中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其实也应该是中国文化特有的现象，因此在比较法的研究中，首先

应明确我们需要什么、要借鉴什么、哪些应该借鉴、又应该如何借鉴。目前许多对公益诉讼、环境

公益诉讼的研究，还多在概念、法源等层面做浅层皮表比较，不能深入其社会、历史与理论背景，只

是借来美国或其他国家法学、法律中的概念术语，硬生生置换到当下中国的语境，进而望文生义地

理论演绎和制度构建，这一现象实在需要警惕。目前我国已经形成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基本制度

框架，但其成效仍待检验。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立法尚付阙如，如何对其进行制度设计和理论阐释，

将是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真正挑战。

（责任编辑：李迎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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